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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尔斯”是“工业时代”的现代化指标体系吗

谢立中

　　最近发表的两份有关中国现代化的研究报告(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的《中国可持续发

展战略报告(2001)》 ,科学出版社 2001年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2002两年连续出版 、由“中国

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编写的《中国现代化报告》)都试图对用来描述和分析现代化进程的概念与

指标工具进行创新 ,提出了应该将工业时代的现代化(在前一份报告中也叫做“传统现代化” ,在后

一份报告中也叫做“第一次现代化”或“经典现代化”)和信息或知识经济时代的现代化过程(在后一

报告中也叫做“第二次现代化”)加以区分并分别加以描述、评估和分析的看法。他们都认为所谓的

“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是一个只适用于用来描述和分析工业时代现代化进程的指标体系 ,对

于信息时代的现代化过程则无法加以应用。我认为 ,如果暂不考虑其技术决定论方面的局限 ,把工

业时代的现代化和信息时代的现代化区分开来分别加以描述和分析确实是有意义的 。但把所谓的

“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判定为是一个适于用来对工业时代的现代化进程进行描述和分析的指

标体系却也存在着可质疑之处 。

所谓“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原始文本依据是英格尔斯 1983 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所

做的一次讲演。除了个别例外(如“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的报告),在大多数文献中 ,这个

判定指标体系大多由 11项判定指标组成。它们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3000美元以上(“中国

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的报告做了适当修正)、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低于 15%、服务业

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在 45%以上 、非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在 70%以上(或农业劳动力

占总劳动力比例低于 30%)、成人识字率在 80%以上 、在校大学生占 20 —24 岁人口比例在 10%—

15%以上 、每名医生服务的人数在 1000人以下 、婴儿死亡率在 3%以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

研究组”的报告中没有这项指标)、人口自然增长率在 1%以下 、平均预期寿命在 70岁以上 、城市人

口占总人口比例在 50%以上 。但阅读英格尔斯当年的讲演记录稿 ,我们可以发现:

1 、英格尔斯在讲演中所介绍的“拉西特指标”并不止上述 11个。除了上述指标之外 ,其实还包

括“投资占总产值的比例” 、“工业收入占总产值的比例” 、“工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等。现在

人们使用的“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之所以只包括 11个指标当是最初的引用者根据自己的理

解对英格尔斯的讲演进行归纳后的结果 。

2 、虽然英格尔斯在讲演中所介绍的“拉西特指标”并不止上述 11个 ,但最初的引用者将其归纳

为上述 11个也并非毫无根据 。英格尔斯在对“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进行对比时确实只明确

地提到了 11个方面的指标和标准 ,而没有提到反映工业化水平的那些指标和标准。英格尔斯的有

关原话是:

“在发达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可以典型数字划一条分界线 ,这条线是任意的 ,可以选择不同的分

界线。一般说 ,人均年收入 3000美元;农业生产占总产值的百分比为 12%—15%;服务业的收入

占总产值的百分比为 45%。”在劳动力结构方面 , “最简单的测量方法是看非农业劳动力人口百分

比……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分界线是非农业劳动力占 70%。”在文化和教育方面 ,

“现代化国家在这方面的分界线:有文化人口 80%,受高等教育者占适龄年龄组比例为 10%—



15%。”卫生保健方面 ,“现代化国家的分界线是医生对服务对象为 1:1000” 。“另一个因素是平均

预期寿命 。它受婴儿死亡率的影响很大……发达国家分界线 ,婴儿死亡率为千分之三十;平均预期

寿命的分界线为 70岁以上。”人口生态方面 , “ ①城市人口所占百分比……发达国家的分界线为

50%。②人口自然增长率 , ……发达国家分界线为 1%或以下 。”

但必须注意的是:第一 ,英格尔斯明确地说他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所划的这条线

是“任意的” , “可以选择不同的分界线” 。第二 ,英格尔斯把“发达国家”和“现代化国家”两个概念混

用 ,表明他所讲的“现代化”并非仅指我们今天所讲的“工业时代的现代化” ,而是不分工业时代和信

息(或知识经济)时代 、只和“发达”同义的笼统意义上的“现代化”。他所指出的那些标准也不是用

来判断“工业时代的现代化”实现与否的标准 ,而实际上只是用来判断(按当时的情况看)一个国家

“发达”与否的标准。由于英格尔斯在做上述讲演时使用的是 1970 —1979年间各国的数据 ,此时的

“发达”国家实际上已经开始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工业社会”而进入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或“服务社

会” 、“信息社会” 、“知识社会”等等),因此英格尔斯所说的“现代化”其实已经不是传统的“工业时

代”意义上的“现代化” ,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后工业社会”(或“服务社会” 、“信息社会” 、“知识社

会”等)时代意义上的“现代化”了。我想这可能就是英格尔斯在比较“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时

特别注重“服务业”方面的指标而忽略工业方面指标的一个主要原因 。下面这些来自于英格尔斯讲

演记录稿的段落可以非常确切地印证我们的这种判断:

“一般假定发达国家收入的大部分来自工业。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发达国家财富大部分来自服

务业 ,来自科学、教育 、为其人口提供住房 、食物 。”(见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编印【1989年 10月】:

《社会学教学参考资料》 ,【上册】第 170页)

“西方有人说 ,现代社会是服务的社会。我的好朋友丹尼尔·贝尔对现代社会论述很多。(丹尼

尔·贝尔把 20世纪 60年代以来的社会叫做“后工业社会” ,因此 ,这里讲的“现代社会”当理解为“后

工业”时代的“现代社会” ———本文作者注),他同意布莱克教授说现代社会是知识的社会。服务业

数字很高 ,包括许多教授 、科学家 、实验员 、印杂志和编计算机程序的人 。服务业是现代社会的关

键 ,而不是工业 。”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 ,英格尔斯在讲演中所介绍的那些指标和标准并不是像前面所

提两份“中国现代化研究报告”所说的那样是一些用来描述和分析“工业时代现代化”进程的指标和

标准 。当我们像英格尔斯以及国内最初引用这些指标的人那样 ,不把“工业时代的现代化”和“信息

时代的现代化”加以区分 ,只在发达与否的意义上笼统地来使用“现代化”这个词时 ,将英格尔斯介

绍的这些指标及标准当作是用来判断现代化实现程度的指标及标准尚不会引起大的问题 。而当我

们将“工业时代的现代化”和“信息时代的现代化”明确地加以区分 ,却将英格尔斯介绍的这些指标

及标准看作是用来判定“工业时代现代化”实现程度的指标及标准时 ,就会出现我们前面提到的那

些问题以及一些其他的问题。(谢立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